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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实施 “双减” 政策的背景下， 研究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是否受同伴效应驱动

以及能否提升学业表现和改善身心健康， 能为检验政府实施该政策是否合理提供证据。
基于一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生两期追踪数据， 本文使用一阶差分估计法进行研究发

现： 第一， 学生参加学业及兴趣辅导班的决策显著受班级同伴效应驱动； 第二， 参加学业

辅导班虽然能显著提高学生 “语数外” 科目的原始分成绩， 但对标准分成绩的影响不显著，
说明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中， 班级内参加课外辅导的激烈竞争可能完全抵消了

提高学生升学概率的努力； 第三， 学生参加兴趣课外辅导能显著提高其非认知能力， 但学

业课外辅导没有这一效果； 而在自评健康状况方面， 两类辅导的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的发

现对理解 “教育内卷化”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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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些年， 规模巨大的课外辅导现象已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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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①。 《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 （２０１６）》

显示： 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已超过 ８０００ 亿元， 上课外辅导的学生已超过

１􀆰 ３７ 亿人， 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 ３６􀆰 ７％ 。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

这一比例甚至达到 ７０％ ， 而辅导老师的规模也达到 ７００ ～ ８５０ 万人。 不仅如此， 对于学

生的课外辅导意愿和费用支出， 超过 ８０％ 的家长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 “课外辅导是中

小学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超过 ３０％的中小学生每年参加课外辅导花费 １００００ 元以

上， 甚至有超过 ３０％的家长表示 “给孩子报辅导班不管花多少钱都愿意”②。 这一系列

数据表明： 当前， 中国父母对其小孩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外辅导极为重视， 较高的支付

意愿背后 “鸡娃” 现象突出。

对于课外辅导热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６ 日看望参加十三届全国政协

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 “培训乱象， 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

疾。 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 有个幸福的童年； 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

数竞争的起跑线上。 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 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 于是争先恐后。 这

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③” 此外，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也对此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如长期

关注教育问题的杨林花代表认为， 上课外辅导班 “其实孩子的学习成绩未必有变化，

但是家长觉得， 别人的孩子都在上， 万一我们没上， 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⑤， 从政策层面助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简称 “双减”）。 基于这一背景， 本文探讨学生

参加课外辅导是否受同伴效应驱动以及能否提升学生的人力资本。 回答这两个问题，

不仅对评估近些年课外辅导热现象的成本和收益有重要意义， 也为政府实施 “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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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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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部分学者将针对教学科目 （如语文、 数学和英语） 进行课外收费辅导的教育活动， 称为

“影子教育” （Ｂｒａｙ， １９９９）。
来自中国教育学会 《数据 ｜ 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发布》，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２３０５１０４３＿３８７１０７。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人民日报〉 四问校外培训》，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 ｘｗｆｂ ／ ｍｏｅ＿２０８２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 ｚｌ２３ ／ 。
来自澎湃新闻 《北上广深七成学生 “补课”， 两会代表委员 “把脉” 课外辅导热》，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６３３８１７。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 ＿ ｘｘｇｋ ／ ｍｏｅ ＿ １７７７ ／ ｍｏｅ ＿ １７７８ ／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２４ ＿
５４６５７６􀆰 ｈｔｍｌ。



政策的合理性提供经验证据。 具体而言， 第一个问题是实证识别班级内其他学生参加

课外辅导的决策是否会引起学生本人或其家长的效仿， 即班级内学生间的课外辅导是

否存在同伴效应； 第二个问题是分析学生参加课外辅导能否提高学业表现和改善身心

健康， 从而实现在教育锦标赛道上领先竞争者的初衷。

实证识别上述两个问题面临以下几点挑战。 第一， 识别课外辅导是否存在同伴效

应， 需要考虑的关键点在于： 具有某种特征的学生 （如相似的个人、 父母和家庭特征）
更容易聚集在一起 （关联效应）， 或学生的课外辅导状态受地理因素 （如学校、 班级等

特征） 的影响通常会表现出相同的特性 （情境效应）。 上述两种效应可能使学生参加课

外辅导的数量及其状态变化被错误地归因于受班级其他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同伴效应

影响。 因此， 要推断学生间的课外辅导同伴效应是因果关系， 而非相关关系， 关键是

要控制与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相关的遗漏变量。 第二， 研究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对其学

业表现等人力资本的影响， 需要克服的难点是学生课外辅导状态的自选择问题。 现实

中， 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数量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 学生及其家长通常根据自身特征

和目的 （可观测或不可观测） 而自我选择参加课外辅导的数量， 这将导致平均处理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ＴＥ） 的估计系数容易出现有偏的结果。
本文利用一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生两期追踪调查数据———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

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ＥＰＳ） 数据 （以下称 ２０１４ 年为第一

期， ２０１５ 年为第二期） 克服上述挑战。 关于第一个问题课外辅导是否存在同伴效应，
首先利用一阶差分估计方法， 在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 （尤其是与关联效应和

情境效应相关的变量） 干扰后， 实证研究发现： 班级其他学生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

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学生本人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数量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在

同一班级内， 学生间的课外辅导同伴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即便利用班级内学业成绩较

为接近或比之优异的同学作为 “同伴” 的衡量指标， 结论仍不变。 进一步分析发现，
这一效应在那些对课外辅导较在意以及家庭支付能力增强的学生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 本文还发现， 班级内学生间的学业课外辅导同伴效应， 主要发生在同一学业科目

间， 而在不同学业科目间则基本呈不显著影响。
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数量是否会影响其学业成绩等人力资本， 首

先同样使用一阶差分估计方法， 在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 （如学生及其父母对

待课外辅导的观念） 干扰后， 实证研究发现：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 虽

然能显著提高其 “语数外” 原始分成绩， 但对其标准分成绩呈不显著影响。 这一实证

结果表明， 学生及其父母虽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辅导费用， 但参加学业课外辅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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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其带来提高标准分成绩的收益 （继而助其获得有限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而参

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 “语数外” 原始分和标准分成绩均呈不显著影响。 进

一步分析发现，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数量增加对其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呈不显著

影响， 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增加则能显著提高其非认知能力， 但对健康状况呈不

显著影响。 我们还发现， 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并不会造成 （获得） 额外的隐

性成本 （收益）： 班级内其他学生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对学生本人的学业成

绩、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均呈不显著的溢出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 第一， 丰富了学生特征或相关行为决策所产生

的同伴效应研究。 现有文献常聚焦于分析学生性别、 学业成绩、 负向情绪、 吸烟等特

征或行为决策的同伴效应 （陈媛媛等， ２０２１； 李长洪、 林文炼， ２０１９； 谭娅等， ２０２１；

王春超、 钟锦鹏， ２０１８；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Ｈｕａｎｇ ＆ Ｚｈｕ， ２０２０）， 而鲜有关注学生参

加课外辅导决策的同伴效应。 在识别同伴效应上， 既有研究利用随机分组 （陈媛媛等，
２０２１； 谭娅等， ２０２１； Ｄｉｎｇ ＆ Ｌｅｈｒｅｒ， ２００７；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Ｇｏｕ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Ｌｕ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５；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３）、 工具变量 （李长洪、 林文炼， ２０１９； Ｇａｖｉｒｉａ ＆

Ｒａｐｈａｅｌ， ２００１； Ｊｅｎｓｅｎ ＆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２０１１） 或面板数据模型 （Ｆｅｎｇ ＆ Ｌｉ， ２０１６） 等方

法缓解因遗漏与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相关变量的干扰， 本文基于追踪数据的一阶差分

估计方法丰富了上述实证研究。

第二， 拓展了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对其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 已有文献常聚焦于讨

论并识别课外辅导与学生学业成绩间的因果关系， 而鲜有涉及非认知能力和健康人力

资本。 现有不少研究发现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和健康人力资本高低对其长期收入等方面

有重要的影响 （ 王 春 超、 张 承 莎， ２０１９； 魏 下 海 等， ２０１８； Ｆｌｏｒ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２０１１）。 本文关注个体学生时期的课外辅导状态是否会影响其非认知能力和

健康状况人力资本， 对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所产生的效果文献做了有益的拓展。 此外，
本文严谨地识别了学生参加课外辅导与其学业成绩间的因果关系。 不同于已有研究常

使用横截面数据， 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方法 （徐章星， ２０２０； 薛海平，
２０１６； Ｄａｎｇ， ２００７）， 或是利用局部地区面板数据校正学生课外辅导状态可能面临的样

本选择偏误 （李佳丽， ２０１８）， 本文使用一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生两期追踪调查数

据， 并利用一阶差分估计方法， 在剔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之后， 更为严谨地

识别了学生的课外辅导状态变化与其学业成绩变化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 对近些年市场规模巨大， 且给不少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的课外辅导活动提供

了较为严谨的 “成本 －收益” 分析框架， 也为当前政府实施 “双减” 政策的合理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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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经验证据。 结合本文结论， 若以获得有限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为决策目标， 在学

生及其家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背景下，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增

加， 虽然不会带来提高 “同伴” 人力资本的隐性成本， 但也无法获得提高自身人力资

本 （标准分成绩、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态） 的收益 （进而助其获得有限的优质高中教

育资源）； 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 虽然无法为其带来提高标准分成绩和健康

状况人力资本的收益， 且不会产生提高 “同伴” 人力资本的隐性成本， 但能为其带来

提高非认知能力的收益。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 基准模型设

定和相关变量说明； 第三部分汇报班级内学生间的课外辅导参与决策是否存在显著的

同伴效应， 并进行相关的稳健性检验和拓展性讨论； 第四部分汇报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数量变化对其人力资本的影响， 并进行拓展性研究；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讨论。

二　 数据来源、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ＥＰＳ）。 ＣＥＰＳ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 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 其中， ２０１４ 年调查以 ７ 年级和 ９ 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

起点， 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 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２８ 个县

区单位 （县、 区、 市） 作为调查点。 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 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

机抽取了 １１２ 所学校、 ４３８ 个班级进行调查， 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 基线共调查

了 １９４８７ 个学生。 其中， ７ 年级学生 １０２７９ 个， ９ 年级学生 ９２０８ 个。
２０１５ 年的追访对象是基线调查时的 ７ 年级学生， 成功追访了 ９４４９ 名学生， 追访率

达到 ９１􀆰 ９％ 。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ＣＥＰＳ 中关于学生和家长、 社区环境、 班主任和任课老

师以及学校的基本信息调查内容非常接近。 本文主要使用被成功追访到的 ７ 年级学生

样本， 以此构成两期追踪数据。
（二） 基准模型构建与识别策略

１􀆰 课外辅导是否存在同伴效应？
本部分利用一阶差分估计方法， 实证识别班级内学生间的课外辅导是否存在同伴

效应。 为分析学生间不同类型的课外辅导是否存在同伴效应， 同时纳入班级内其他学

生两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变量， 具体模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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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 （１） 所示：

ΔＴｕｔｏｒｉ，ｊ，ｋ ＝ α１ ＋ β１ΔＡｖｅ＿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 ＋ β２ΔＡｖｅ＿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 ＋ β３ΔＸ ｉ，ｊ ＋ εｉ，ｊ，ｋ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ΔＴｕｔｏｒｉ，ｊ，ｋ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参加的课外

辅导数量变化。 其中， 课外辅导类型包括： Δ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学业课外辅导 （参加语文 ／作

文、 普通数学、 英语课外辅导班的总和） 和 Δ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ｋ兴趣课外辅导 （参加绘画、 书

法、 音乐 ／乐器、 舞蹈、 棋类、 体育等其他兴趣班的总和）。 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 分

别计算学校 ｉ 班级 ｊ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参加的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 然后，

分别 取 其 差 值。 以 学 业 课 外 辅 导 数 量 为 例， 即： Δ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 ＝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８ －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７。 其中，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７和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８分别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

和 ８ 年级参加的学业课外辅导数量。

核心解释变量 ΔＡｖｅ＿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 ΔＡｖｅ＿ 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 分别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所有学生

（除本人外）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平均参加的学业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

变化。 定义如下： 首先， 分别计算学校 ｉ 班级 ｊ 所有学生 （除本人外）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

级平均参加的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 然后， 分别取其差值。 即：

ΔＡｖｅ＿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 ＝ １
ｎ － １∑

ｎ－１

ｍ≠ｋ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ｍ，８ － １

ｎ － １∑
ｎ－１

ｍ≠ｋ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ｍ，７

ΔＡｖｅ＿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 ＝ １
ｎ － １∑

ｎ－１

ｍ≠ｋ
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ｍ，８ － １

ｎ － １∑
ｎ－１

ｍ≠ｋ
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ｍ，７

其中， ｎ 表示班级 ｊ 的人数。 为缓解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教师特征变化的干扰， 纳入控

制变量 ΔＸ ｉ，ｊ， 包括：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

是否发生变化， 均设置为虚拟变量。 以班主任为例， 如果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班

主任发生变化， 则定义为 １， 否则为 ０。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的变

量定义同班主任一致。 为避免受相同班级因素影响而导致干扰项自相关， 进而干扰估

计系数显著性的统计推断， 模型 （１） 的回归采用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εｉ，ｊ，ｋ

为误差项。

２􀆰 收益和成本 （非货币）：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提高其学业标准分成绩， 进而助其获得

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 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则主要是为了培养某一业余技能或是提高

其非认知能力等。 学生参加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的状态变化， 不仅会影响父母收入在

“消费 －投资 － 储蓄” 间的分配， 也会改变学生本人在 “睡眠 － 学习 － 玩耍” 等方面

的时间配置， 进而影响其学业成绩、 非认知能力甚至健康状况。 鉴于此， 本文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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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差分估计方法， 研究学生参加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学业成绩等人力

资本的影响， 以此推断学生参加课外辅导能获得的收益或需承担的成本 （非货币）。 具

体模型设置如式 （２） 所示：

ΔＨＣ＿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 ＝ γ１ ＋ δ１Δ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 ＋ δ２Δ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ｋ ＋ δ３ΔＸ ｉ，ｊ ＋ μｉ，ｊ，ｋ （２）

其中， 被解释变量 ΔＨＣ＿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人力资

本 （包括学业成绩、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 差值： ΔＨ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 ＝ Ｈ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８ －

ＨＣ＿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７。 具体定义如下。

（１） 学业成绩差值。 本文定义学业成绩差值为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 “语数外” 成绩

差值。 由于不同年级的考试内容和难度不同， 学生不同年级间的考试成绩分数无法直

接进行比较 （即便是同一科目）， 并且学生及其父母在进行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决策时，

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业标准分成绩 （进而助其获得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 因此本

文使用标准化后的学业成绩。 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 以 “班级 － 年级” 为单位， 对原

始分成绩进行 “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１” 的标准化处理； 然后， 取其差值。 为使结论更

为稳健， 也分别采用语文、 数学、 英语单科成绩表示。 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 以 “班

级 －年级 －科目” 为单位， 对原始分成绩进行 “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１” 的标准化处

理； 然后， 分别取其差值。

（２） 非认知能力差值。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学生问卷中

的 ３ 个问题衡量学生的非认知能力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第一， 在过去的七天内， 学

生感到沮丧 ／不快乐 ／生活没意思 ／悲伤的程度。 选项为： １ ＝ 从不； ２ ＝ 很少； ３ ＝ 有时；

４ ＝经常； ５ ＝总是。 该选项数值越小， 表明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越高。 第二， 学生与同

学参观博物馆 ／看电影的频率。 选项为： １ ＝ 从未做过； ２ ＝ 每年一次； ３ ＝ 每半年一次；

４ ＝每个月一次； ５ ＝每个月一次以上。 该选项数值越大， 表明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越高。

第三， 学生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 选项为： １ ＝ 根本没有信心； ２ ＝ 不太有信心； ３ ＝

比较有信心； ４ ＝很有信心。 该选项数值越大， 表明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越高。

（３） 健康状况差值。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学生问卷中的

问题衡量学生的健康状况： 你现在的整体健康情况如何。 选项为： １ ＝ 很不好； ２ ＝ 很

不好； ３ ＝一般； ４ ＝比较好； ５ ＝很好。 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 根据问卷选项将其设置

为排序变量①； 然后， 分别取其两期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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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使用像 “快乐” 这种定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若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其进行标准

化处理， 其实证结果会因数据的分布假设不同而产生估计偏误 （Ｂｏｎｄ ＆ Ｌａｎｇ， ２０１８）。



此外， 教育部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

知》， 规定初中生的睡眠时间需达 ９ 小时①。 然而，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

踪调查数据，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学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仅分别为 ８􀆰 ３５ 小时和 ８ 小时左右。

因此， 我们也将学生的睡眠时间纳入健康状况考察范围之内， 分析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

级两期参加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是否会显著影响其睡眠时间。 选取学生问卷中的问题

“你通常每天晚上睡多长时间 （小时）”， 然后取学生两期的睡眠时间差值。

核心解释变量 Δ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ｋ和 Δ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ｋ分别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 为缓解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教师特征变化的干扰，

纳入控制变量 ΔＸ ｉ，ｊ。 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设置和定义， 以及聚类标准误的选择

同模型 （１） 一致。 μｉ，ｊ，ｋ为误差项。

３􀆰 隐性收益和成本 （非货币）：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是否产生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

从参加课外辅导的动机 （以提高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概率） 出发分析， 学生参加课

外辅导的收益和成本 （非货币）， 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学业成绩、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

况等人力资本的变动， 还体现在是否对 “同伴” 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在优质教育资

源有限的背景下， 如果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对班级内其他学生的人力资本产生了正向的

溢出效应， 那么对于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而言， 便产生了间接的隐性成本。 相反， 如

果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对班级内其他学生的人力资本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 则产生了

间接的隐性收益。 鉴于此，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班级内其他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数量变化

对学生本人的人力资本是否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 以此推断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是否

产生了间接的隐性成本或收益。 具体模型设置如式 （３） 所示：

ΔＨＣ＿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 ＝ σ１ ＋ θ１ΔＡｖｅ＿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 ＋ θ２ΔＡｖｅ＿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 ＋ θ３ΔＸｉ，ｊ ＋ ωｉ，ｊ，ｋ （３）

其中， 被解释变量 ΔＨ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ｊ，ｋ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学生 ｋ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人

力资本 （包括学业成绩、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 差值。 核心解释变量 ΔＡｖｅ ＿

ＡｃａＴｕｔｏｒｉ，ｊ、 ΔＡｖｅ＿ ＩｎｔＴｕｔｏｒｉ，ｊ分别表示学校 ｉ 班级 ｊ 所有学生 （除本人外） 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平均参加的学业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 控制变量 ΔＸｉ，ｊ表示

教师特征变化。 各变量的设置和定义， 以及聚类标准误的选择同模型 （１） 至模型 （２）

一致。 ωｉ，ｊ，ｋ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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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保证充足睡眠时间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参见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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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心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 １ 列示了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中相关核心变量的统计描述。 结果显示： 第一，

无论是 ７ 年级， 还是 ８ 年级，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均多于兴趣课外辅导； 第

二， 学生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 ８ 年级参加

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显著低于 ７ 年级； 第三， 细分学业课外辅导类型后发现， 学生在 ８

年级参加语文和英语课外辅导的比例显著低于 ７ 年级， 而参加数学课外辅导的比例显

著高于 ７ 年级； 第四， 学生在 ８ 年级的 “语数外” 学业总成绩、 数学和英语成绩显著

低于 ７ 年级， 而语文学业成绩则显著高于 ７ 年级。

表 １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核心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７ 年级（ＣＥＰＳ ２０１４） ８ 年级（ＣＥＰＳ ２０１５）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４） －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个体） ０􀆰 ５６８ ０􀆰 ９０４ ９３８８ ０􀆰 ５７７ ０􀆰 ９０５ ９４１１ ０􀆰 ００９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班级） ０􀆰 ５６５ ０􀆰 ４４８ ９３８８ ０􀆰 ５７５ ０􀆰 ４５０ ９４１１ ０􀆰 ０１０
语文课外辅导数量（个体） ０􀆰 １２５ ０􀆰 ３３０ ９３８８ ０􀆰 １０７ ０􀆰 ３０９ ９４１１ － ０􀆰 ０１８∗∗∗

语文课外辅导数量（班级）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３ ９３８８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０ ９４１１ － ０􀆰 ０１７∗∗∗

数学课外辅导数量（个体） ０􀆰 １９２ ０􀆰 ３９４ ９３８８ ０􀆰 ２４１ ０􀆰 ４２８ ９４１１ ０􀆰 ０４９∗∗∗

数学课外辅导数量（班级） ０􀆰 １９１ ０􀆰 １６２ ９３８８ ０􀆰 ２４０ ０􀆰 １９１ ９４１１ ０􀆰 ０４９∗∗∗

英语课外辅导数量（个体） ０􀆰 ２５１ ０􀆰 ４３４ ９３８８ ０􀆰 ２２９ ０􀆰 ４２０ ９４１１ － ０􀆰 ０２２∗∗∗

英语课外辅导数量（班级） ０􀆰 ２５０ ０􀆰 ２２２ ９３８８ ０􀆰 ２２８ ０􀆰 １８９ ９４１１ － ０􀆰 ０２２∗∗∗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个体） ０􀆰 ４７６ ０􀆰 ８３７ ９３８８ ０􀆰 ３８６ ０􀆰 ７１３ ９４１１ － ０􀆰 ０９０∗∗∗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 ０􀆰 ４７３ ０􀆰 ２７６ ９３８８ ０􀆰 ３８５ ０􀆰 ２２３ ９４１１ － ０􀆰 ０８８∗∗∗

“语数外”学业总成绩 ２４１􀆰 ７４７ ６５􀆰 ７４１ ９２６４ ２２９􀆰 ７０７ ７３􀆰 ７５７ ９３１９ － １２􀆰 ０４０∗∗∗

语文学业成绩 ７９􀆰 ７２０ １８􀆰 ０７４ ９２８１ ８１􀆰 ３６３ ２０􀆰 ３６４ ９３２８ １􀆰 ６４３∗∗∗

数学学业成绩 ７８􀆰 ０１５ ２７􀆰 ７４４ ９２７８ ７５􀆰 ３６７ ３１􀆰 ８３２ ９３３０ － ２􀆰 ６４８∗∗∗

英语学业成绩 ８３􀆰 ８４６ ２７􀆰 ５６９ ９２８１ ７２􀆰 ９１１ ２９􀆰 ７８６ ９３２０ － １０􀆰 ９３５∗∗∗

沮丧程度 ２􀆰 １７７ ０􀆰 ９５８ ９２０４ ２􀆰 ２９９ １􀆰 ０５３ ９４１７ ０􀆰 １２２∗∗∗

不快乐程度 ２􀆰 ２３０ １􀆰 ０１３ ９１８９ ２􀆰 ２９７ １􀆰 ０６９ ９４００ ０􀆰 ０６７∗∗∗

生活没意思程度 １􀆰 ６８５ １􀆰 ０２６ ９１６６ １􀆰 ９１８ １􀆰 ０９９ ９３８７ ０􀆰 ２３３∗∗∗

悲伤程度 ２􀆰 ００８ １􀆰 ００８ ９１８２ ２􀆰 １１３ １􀆰 ０５６ ９４０７ ０􀆰 １０５∗∗∗

参观博物馆频率 ２􀆰 ０２０ １􀆰 ０８６ ９１１６ ２􀆰 １０４ １􀆰 ２３６ ９４０５ ０􀆰 ０８４∗∗∗

看电影频率 ２􀆰 ３０６ １􀆰 ２９４ ９０８３ ２􀆰 ３９７ １􀆰 ４２７ ９４１４ ０􀆰 ０９１∗∗∗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３􀆰 ３０９ ０􀆰 ６８８ ９３５７ ３􀆰 １１３ ０􀆰 ７１７ ９３０２ － ０􀆰 １９６∗∗∗

自评健康状况 ４􀆰 １０４ ０􀆰 ８９３ ９３４０ ３􀆰 ８６０ ０􀆰 ９３８ ９３５５ － ０􀆰 ２４４∗∗∗

睡眠时间 ８􀆰 ３５４ １􀆰 ２０３ ９０８０ ７􀆰 ９９６ １􀆰 １０４ ８４８２ － ０􀆰 ３５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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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外辅导的同伴效应存在吗？

（一） 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１􀆰 基准回归

表 ２ 第 （Ａ１） ～ （Ａ６） 列汇报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 第 （Ａ１） ～ （Ａ３） 列关注

学生间的学业课外辅导是否存在同伴效应； 第 （Ａ４） ～ （Ａ６） 列关注学生间的兴趣课外

辅导是否存在同伴效应。 其中， 第 （Ａ１）、 （Ａ４） 列不包括其他特征变量； 第 （Ａ２）、

（Ａ５） 列纳入教师特征变量①； 第 （Ａ３）、 （Ａ６） 列同时纳入班级其他学生的学业课外

辅导数量变化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变量。

结果显示： 班级内其他学生的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本人的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在 １％水平上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在同一班级内， 学

生间的课外辅导同伴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以第 （Ａ３）、 （Ａ６） 列为例 （以下称基准回

归）， 平均而言， 班级内其他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数量每增加 １ 门， 学生参加学业课

外辅导的数量相应增加 ０􀆰 ６６ 门， 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仅增加 ０􀆰 ０７ 门； 班级内其

他学生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每增加 １ 门， 学生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相应增加

０􀆰 ６３ 门， 而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仅增加 ０􀆰 ０９ 门。 这表明班级内学生间的课外辅导

同伴效应主要发生在同一类别间。

２􀆰 稳健性检验： 替换 “同伴” 变量

（１） “同伴”： 学业成绩较为相似的同学。 班级内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尤其是学

业课外辅导） 的效仿， 主要源于学业成绩的竞争。 换言之， 在同一班级内， 学生及其

家长在进行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决策时的参照点， 可能是与其学业成绩较为相似的同

学， 而非全班所有同学。 鉴于此， 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使用班级内成绩较为相似

的同学作为 “同伴” 的衡量指标， 并以此重新检验班级内学生间的课外辅导同伴效应

是否仍显著存在。 关于班级内成绩较为相似的同学 （ “同伴”）， 定义如下： 首先以

“班级 － 年级” 为单位， 并以 “语数外” 总成绩为排序标准， 从低到高将学生划分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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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探讨教师特征变化是否会影响基准结论， 我们也尝试以教师是否发生变化进行分样本实证

回归。 结果显示： 无论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间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老师均未发生变化的

组别， 还是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间至少有一名教师发生变化的组别中， 基准结论均不变。 限于

篇幅， 该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１０ 个组别 （组别数值越大， 成绩越高）； 然后， 将同一组别的学生视为该组学生的同

伴； 接着， 分别计算各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 “同伴” 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的

数量 （除本人之外）， 并取其差值； 最后， 按照表 ２ 第 （Ａ１） 至第 （Ａ６） 列的实证

思路重新回归。

实证结果见表 ２ 第 （Ｂ１） 至第 （Ｂ６） 列。 结果显示： 班级内其他学生学业 （兴

趣） 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 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 即便利用班级内成绩较

为相似的同学作为 “同伴” 的衡量指标， 班级内学生间的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存在

显著的同伴效应这一结论仍稳健成立。 第 （Ｂ３）、 （Ｂ６） 列的估计系数分别小于第

（Ａ３）、 （Ａ６） 列， 可推断在同一班级内， 学生及其家长在进行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决策

时的参照对象， 可能不仅局限于与其成绩较为接近的同学， 还受其他同学的影响。

表 ２　 课外辅导的同伴效应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个体两期差值）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个体两期差值）

第一部分（基准）： 以班级其他同学作为“同伴”衡量指标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０􀆰 ６７１∗∗∗

（０􀆰 ０４０）
０􀆰 ６７６∗∗∗

（０􀆰 ０４１）
０􀆰 ６５５∗∗∗

（０􀆰 ０４３）
—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５）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４）
０􀆰 ６４３∗∗∗

（０􀆰 ０４９）
０􀆰 ６５３∗∗∗

（０􀆰 ０５０）
０􀆰 ６３０∗∗∗

（０􀆰 ０４８）

教师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３５２ ７６４８ ７６４８ ９３５２ ７６４８ ７６４８

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０

第二部分（稳健 Ｉ）： 以班级成绩相似的同学作为“同伴”衡量指标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０􀆰 １５０∗∗∗

（０􀆰 ０２４）
０􀆰 １５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４７∗∗∗

（０􀆰 ０２６）
—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５）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０）
０􀆰 １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０）

教师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２１６ ７５４１ ７５４１ ９２１６ ７５４１ ７５４１

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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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个体两期差值）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个体两期差值）

第三部分（稳健 ＩＩ）： 以班级成绩相似或比之优异的同学作为“同伴”衡量指标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０􀆰 ８５１∗∗∗

（０􀆰 ０３０）
０􀆰 ８６０∗∗∗

（０􀆰 ０３３）
０􀆰 ８６１∗∗∗

（０􀆰 ０３４）
—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１）

０􀆰 ８０２∗∗∗

（０􀆰 ０２９）
０􀆰 ７９３∗∗∗

（０􀆰 ０２９）
０􀆰 ７９３∗∗∗

（０􀆰 ０２９）

教师特征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９４０ ７３４２ ７３４２ ８９４０ ７３４２ ７３４２

Ｒ２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同伴”： 学业成绩较为相似或比之优异的同学。 考虑到班级内学生及其家长

在进行是否参加课外辅导决策时的参照点， 除了成绩较为相似的同学之外， 还可能包

括成绩比之优异的同学， 因此在表 ２ 第 （Ｂ１） 至第 （Ｂ６） 列的基础上， 第 （Ｃ１） 至第

（Ｃ６） 列重新定义学生面临的 “同伴”。 首先， 仍以 “班级 －年级” 为单位， 并以 “语

数外” 总成绩为排序标准， 从低到高将学生划分为 １０ 个组别 （组别数值越大， 成绩越

高）； 然后， 将组别数值不低于学生本人所在组别数的学生群体视为该学生的 “同伴”；

接着， 分别计算各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 “同伴” 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的数量，

并取其差值； 最后， 按照表 ２ 第 （Ａ１） 至第 （Ａ６） 列的实证思路重新回归。

实证结果显示： 班级内其他学生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 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估计系数均分别大于第 （Ａ３）、 （Ａ６） 列①。 这不仅表明班级

内学生间的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这一结论稳健存在， 而且班级内

学生间的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同伴效应主要来自学业成绩比之优异同学带来的榜样效

应： 学生 （或其家长） 为避免在教育锦标赛道上被甩在身后， 因此效仿学业成绩比之优

异学生的课外辅导参与决策。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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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也尝试控制班级固定效应 （而非纳入教师特征控制变量）， 这一结论仍稳健成立。 限于

篇幅， 该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二） 进一步研究

１． 不同特征学生的反应程度

若如上文发现， 班级内学生间的课外辅导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 且

在学生间进行传递的， 那么不同特征的学生对这一效应的反应程度应是不同的。

对课外辅导更为在意， 以及家庭更能支付得起课外辅导 （两期变化） 的学生， 其

受到班级内其他学生课外辅导参与决策的影响应会更大。 本部分将对此逐一进行

实证检验。

（１） 对课外辅导是否在意。 学生对课外辅导是否在意可体现在其前期参加课外辅

导的行为上。 相比于前期没有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 那些前期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对

课外辅导应是持 “在意” 态度的。 鉴于此， 以学业课外辅导为例， 本部分将 ７ 年级没

有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学生归为 “对学业课外辅导不在意” 组别， 而将 ７ 年级参加学

业课外辅导的学生归为 “对学业课外辅导在意” 组别。 “对兴趣课外辅导是否在意”

组别的定义与学业课外辅导类似。 表 ３ 第 （Ａ１） 和 （Ａ２）、 （Ｂ１） 和 （Ｂ２） 列的实证

结果表明： 无论是学业还是兴趣课外辅导， 相比于那些对课外辅导不在意的学生， 班

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的课外辅导数量变化会更容易影响那些对课外辅导更为

在意的学生。

（２） 父母支付能力 （两期变化） 是否变弱。 本部分探讨相比于父母支付课外

辅导能力相对减弱的学生， 那些父母支付课外辅导能力相对增强的学生， 其受班

级内其他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决策的同伴效应是否会更明显。 考虑到相比于家庭经

济状况较为贫穷的学生， 那些家庭经济状况较为富裕的学生， 其父母能支付得起

课外辅导的能力应会更强， 因此表 ３ 第 （ Ａ３） 和 （ Ａ４） 、 （ Ｂ３） 和 （ Ｂ４） 列先利

用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衡量其父母是否具有支付得起课外辅导的能力， 并定义学生

父母两期支付课外辅导能力的变化情况。 具体如下： 如果学生在 ８ 年级的家庭经

济状况差于 ７ 年级， 则将其视为 “父母支付课外辅导能力减弱” 组别； 相反， 如

果学生在 ８ 年级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差于 ７ 年级， 则将其视为 “父母支付课外辅导

能力增强” 组别。 然后， 对基准回归进行分样本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无论是学

业还是兴趣课外辅导， 相比于父母支付课外辅导能力变弱的学生， 那些父母支付

课外辅导能力变强的学生， 受班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课外辅导数量变化的

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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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进一步研究： 不同特征学生的反应程度

学业 ／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个体两期差值）

对课外辅导是否在意 家庭支付能力强弱

在意 不在意 增强 减弱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差

值、 除本人外）
０􀆰 ７７４∗∗∗

（０􀆰 １３８）
０􀆰 ４２１∗∗∗

（０􀆰 ０６４）
０􀆰 ６８７∗∗∗

（０􀆰 ０５１）
０􀆰 ４９２∗∗∗

（０􀆰 １７３）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差

值、 除本人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教师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８９２ ４７５６ ６２６３ ９１７

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１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差

值、 除本人外）
０􀆰 ８３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１）
０􀆰 ６９７∗∗∗

（０􀆰 ０５０）
０􀆰 １８０

（０􀆰 １４２）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差

值、 除本人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教师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５９８ ５０５０ ６２６３ ９１７

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８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语数外” 科目间的课外辅导是否存在溢出效应？

现实中， 班级内其他学生参加某一学业科目 （如语文） 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 不

仅会直接影响学生本人参加该科目 （语文） 的课外辅导， 也可能会对其他科目 （数学

和英语） 的课外辅导产生溢出效应。 本部分将实证检验这一假说是否成立。

表 ４ 同时纳入班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语文、 数学和英语课外辅导数量

变化变量， 并实证研究 “语数外” 科目间的课外辅导是否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和溢出

效应。 第 （１） 和 （２）、 （３） 和 （４）、 （５） 和 （６） 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学生两期

的语文课外辅导数量差值、 数学课外辅导数量差值、 英语课外辅导数量差值 （取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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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 １、 ０、 １）。 以语文科目为例， － １ 表示学生在 ７ 年级参加语文课外辅导， 但在 ８
年级时未参加； ０ 表示学生在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均未参加语文课外辅导， 或均参加语文课

外辅导； １ 表示学生在 ７ 年级未参加语文课外辅导， 但在 ８ 年级时参加。 其中， 第

（１）、 （３）、 （５） 列未控制其他特征变量； 第 （２）、 （４）、 （６） 列纳入学生参加兴趣课

外辅导数量的两期变化以及教师特征变量。

表 ４　 进一步研究： “语数外” 科目间的课外辅导是否存在溢出效应

语文课外辅导数量

个人两期差值

数学课外辅导数量

个人两期差值

英语课外辅导数量

个人两期差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语文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０􀆰 ６０３∗∗∗

（０􀆰 ０５６）
０􀆰 ５７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２）

数学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７）
０􀆰 ６２０∗∗∗

（０􀆰 ０５４）
０􀆰 ６０４∗∗∗

（０􀆰 ０５６）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１）

英语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除本人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５）

０􀆰 ６３８∗∗∗

（０􀆰 ０４２）
０􀆰 ６１３∗∗∗

（０􀆰 ０４７）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班级两期

差值）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教师特征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９３５２ ７６４８ ９３５２ ７６４８ ９３５２ ７６４８

Ｒ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０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结果显示： 班级内其他学生语文 （数学或英语）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会显著提高学

生本人的语文 （数学或英语） 课外辅导数量， 但对其他科目的课外辅导数量未产生明

显的溢出效应 （除第 ４ 列）①。 这表明， 班级内学生间的学业课外辅导同伴效应， 主要

发生在同一学业科目间。 此外， 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对表 ２ 基准结论

可能会遗漏重要变量 （随时间变化） 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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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４ 第 （４） 列 “语文课外辅导数量 （班级两期差值、 除本人外）” 变量估计系数 ｐ 值为

０􀆰 ０９５。



四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

（一）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见表 ５。 其中， 第 （１） 至第 （４） 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学

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 “语数外” （总分）、 语文、 数学和英语标准分成绩的差值。 结果显

示： 无论是学业还是兴趣课外辅导， 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课外辅导的数量增

加， 对其 “语数外”、 语文、 数学和英语标准分成绩均呈不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
对于学业成绩， 学生参加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均不能带来收益。

由于不同年级间的考试成绩分数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表 ５ 第 （１） 至第 （４） 列使

用了经标准化后的考试成绩， 以评估学生参加课外辅导数量变化的效果。 然而， 考虑

到学生及其家长在评估课外辅导是否有效或 “值得” 时， 也可能会以考试原始分成绩

作为判断标准。 因此， 表 ５ 第 （５） 至第 （８） 列进一步探讨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

参加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的变化对其 “语数外”、 语文、 数学和英语原始分成绩的

影响。 结果显示： 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能显著提高

其 “语数外”、 语文、 数学和英语原始分成绩； 但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对其

“语数外”、 语文和数学原始分成绩均呈不显著影响。
表 ５ 的结果反映了一个事实： 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相对有限的前提下， 当前的学

业课外辅导热将使得学生们不可避免地落入 “教育内卷化” 陷阱。 在优质教育资源相

表 ５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标准分个体两期差值 原始分个体两期差值

语数外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数外 语文 数学 英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

（个体两期差值）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２􀆰 ５０４∗∗∗

（０􀆰 ８６２）
０􀆰 ５３４∗∗

（０􀆰 ２６３）
１􀆰 ２７３∗∗∗

（０􀆰 ３８１）
０􀆰 ７３５∗∗

（０􀆰 ３４０）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

（个体两期差值）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１􀆰 １９４
（０􀆰 ７６４）

０􀆰 １９９
（０􀆰 ２３９）

０􀆰 ３１５
（０􀆰 ３９４）

０􀆰 ６８３∗

（０􀆰 ３４５）
教师特征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４２１ ７４３９ ７４３７ ７４３４ ７４２１ ７４３９ ７４３７ ７４３４
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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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稀缺的条件下， 同伴效应使得大部分家长选择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让孩子参加课

外辅导， 然而， 伴随而来的激烈竞争会抵消学生通过课外辅导提高升学概率的努力，

导致课外辅导不能有效帮助子女获得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①。 而学生参加兴趣课外辅导

的数量变化对其学业成绩的不显著效果， 可能是其动机并非提高学业成绩。

（二）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本部分实证识别学生参加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非认知能力和健康

状况的影响。 具体结果见表 ６。 其中， 第 （１） 至第 （７）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学生 ７ 年

级和 ８ 年级两期非认知能力的差值； 第 （８） 至第 （９）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学生 ７ 年级

和 ８ 年级两期健康状况的差值。 结果显示： 第一， 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学业课

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非认知能力呈不显著的影响 （除 “参观博物馆” 之外）， 而参

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非认知能力则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除 “沮丧” “生活

没意思” 之外）； 第二， 无论是学业还是兴趣课外辅导， 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

课外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和睡觉时间） 均呈不显著的影响②。

表 ６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非认知能力个体两期差值 健康状况个体两期差值

沮丧 不快乐
生活

没意思
悲伤

参观

博物馆
看电影

对未来

的信心

自评健康

状况

睡眠

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

（个体两期差值）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

（个体两期差值）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０）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７）
教师特征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４４６ ７４２３ ７３９６ ７４３３ ７３７８ ７３６４ ７４８３ ７５１２ ６７０９
Ｒ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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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表 １ 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表 ２ 的实证结果可知， 初中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比例较高

（约 ０􀆰 ５７）， 班级内学生间的学业课外辅导同伴效应也较大 （约 ０􀆰 ６６）。
作为稳健性检验， 我们也尝试将各非认知能力和自评健康状况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具体如

下： 首先， 以 “年级 －班级” 为单位， 对各指标进行 “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１” 的标准化处

理； 然后， 分别取其差值； 最后， 按照表 ６ 的实证思路重新回归。 结果显示： 各列核心解释

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不变。 限于篇幅， 该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表 ６ 的结果表明： 对于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 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学业

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并不会带来相应的收益或成本。 但是， 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

增加则能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 带来提高非认知能力的收益。

（三） 隐性成本或收益：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是否产生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

模型 （３） 的估计结果见表 ７ 和表 ８。 其中， 表 ７ 汇报班级其他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数量变化对学生本人学业标准分成绩是否产生溢出效应。 第 （１） 至第 （４） 列分别为

研究班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的学业课外辅导数量变化是否会显著影响学

生的 “语数外”、 语文、 数学和英语标准分成绩。 结果显示： 班级其他学生两期的学业

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的标准分成绩并不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作为稳健

性检验， 第 （５） 至第 （８） 列尝试将第 （１） 至第 （４） 列中的班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级

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数量变化核心解释变量， 替换为班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

级和 ８ 年级两期参加语文、 数学、 英语的课外辅导数量差值 （同时纳入这三个变量）。

结果显示： 班级内其他学生两期参加语文、 数学、 英语的课外辅导数量差值变量估计

系数均表现为不显著影响。

表 ８ 汇报班级内其他学生 ７ 年级和 ８ 年级两期的课外辅导数量变化 （除本人外）

是否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第 （１） 至第 （７） 列的被

解释变量为学生的非认知能力； 第 （８） 至第 （９）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学生的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 班级其他学生两期的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和

健康状况均未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综上， 表 ７ 和表 ８ 的实证结果表明， 从参加课外辅导的动机 （以提高获得优质教

育资源概率） 出发分析， 学生本人参加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不会产生间接的隐性成本

和收益。 此外， 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对表 ５ 和表 ６ 实证结论可能会遗

漏重要变量 （随时间变化） 的担忧。

表 ７　 隐性成本或收益：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是否产生溢出效应 （学业成绩）

语数外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数外 语文 数学 英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业课外辅导数量
（班级两期差值、 除
本人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 — — —

语文课外辅导数量
（班级两期差值、 除
本人外）

— — —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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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语数外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数外 语文 数学 英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数学课外辅导数量
（班级两期差值、 除
本人外）

— — —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英语课外辅导数量
（班级两期差值、 除
本人外）

— — —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０）

兴趣课外辅导数量
（班级两期差值、除
本人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教师特征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４２１ ７４３９ ７４３７ ７４３４ ７４２１ ７４３９ ７４３７ ７４３４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８　 隐性成本或收益： 课外辅导数量变化是否产生溢出效应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

非认知能力个体两期差值 健康状况个体两期差值

沮丧 不快乐
生活

没意思
悲伤

参观
博物馆

看电影
对未来
的信心

自评健康
状况

睡眠
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学业课外辅导数
量 （班级两期差
值、 除本人外）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６２）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８６）

兴趣课外辅导数
量 （班级两期差
值、 除本人外）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０）

－ ０􀆰 １５８
（０􀆰 ０９９）

－ ０􀆰 １５２
（０􀆰 １０６）

－ ０􀆰 １１７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３）

０􀆰 ２３８∗

（０􀆰 １３５）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８９
（０􀆰 １２１）

教师特征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４４６ ７４２３ ７３９６ ７４３３ ７３７８ ７３６４ ７４８３ ７５１２ ６７０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班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教师特征变量 （班主任、 语文、 数学和英语任课老师是否发生变化） 实证结果未予列示。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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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一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生两期追踪数据， 并利用一阶差分估计方法，
有以下发现。 第一， 班级其他学生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会显著提高

学生参加学业 （兴趣） 课外辅导的数量， 这表明在同一班级内， 学生间的课外辅导同

伴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且这一效应在同一类别的课外辅导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即便利

用班级内学业成绩较为接近或比之优异的同学作为 “同伴” 衡量指标， 结论仍然不变。
分样本回归发现， 这一效应在那些对课外辅导较在意以及家庭支付能力增强的学生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还发现， 班级内学生间的学业课外辅导同伴效应， 主要发生在

相同学业科目间， 而在不同学业科目间无效应。

第二，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 虽然能显著提高其 “语数外” 原始分

成绩， 但对其标准分成绩并无显著影响， 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的数量增加对其 “语数

外” 原始分成绩和标准分成绩均呈不显著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 学生参加学业课外

辅导的数量变化对其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基本呈不显著影响， 而参加兴趣课外辅导

的数量变化虽能显著提高其非认知能力， 但对健康状况呈不显著影响。 这表明， 在学

生及其父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的背景下， 学生从课外辅导中获得的收益是较为

有限的。 我们还发现， 班级内其他学生的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数量变化， 对学生本人

的学业标准分成绩、 非认知能力和健康状况均呈不显著的溢出效应。 这表明， 从参加

课外辅导的动机 （以提高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概率） 出发分析， 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并不

会产生显著的隐性成本 （非货币） 和收益。
本文发现不仅对理解近些年的课外辅导热现象有重要意义， 也为当前政府实施

“双减” 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于学生家长而言， 在决策是否为子女进行课

外辅导， 以及参加何种课外辅导时， 应理性地综合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欲实现的

目标， 而不应盲目地跟风参加课外辅导， 避免陷入 “教育内卷” 中。 而对于教育决策

者而言， 从政策层面精准实施 “双减” 政策，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及其家长对课

外辅导的非理性竞争。
本文的后续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量化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成

本、 收益和福利得失。 本文为当前给不少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的课外辅导活动， 提供了

一个较为严谨的 “成本 －收益” 分析框架。 如何进一步量化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的成本、

收益以及福利得失， 进而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更为严谨的决策证据， 是我们接下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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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的课题。 第二， 实证识别学生的课外辅导状态变化如何影响其人力

资本。 理论上， 在时间和家庭收入为一定的约束下， 学生的学业和兴趣课外辅导状态

变化， 不仅会改变父母在 “消费 － 投资 － 储蓄” 间的收入分配， 也会影响学生在 “睡
眠 －学习 －玩耍” 等方面的时间分配决策， 进而影响学生的人力资本高低。 如何利用

更高质量的微观数据， 识别课外辅导状态变化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 是未来值

得深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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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５６

（３）， ６８６ － ７１０􀆰
Ｇｏｕｌｄ， Ｅｒｉｃ，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ａｖｙ ＆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Ｐａｓ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９） ． Ｄｏｅ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１９ （５４０）， １２４３ － １２６９􀆰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Ｊａｍｅｓ （２０１１）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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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 Ｂｉｎ ＆ Ｒｏｎｇ Ｚｈｕ （２０２０） ．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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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洪等： 起跑线上的 “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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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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